
教师职业道德的处境危机及其道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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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教师职业道德的问题与研究，我们习惯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教师个人，把教师职业道德问题

作为单纯的道德问题看待，甚至仅仅用道德想象代替职业道德建设的实践哲学。教师职业道德问题表现于

教师个人行为之上，但问题的性质并不在于教师个人以及道德自身。我们正处于一种道德陷阱之中。教师

职业道德的危机，可以说是一种处境危机，而不是教师道德本身的危机。那种单纯依赖强制性规范的解决策

略，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也是不道德的。它唯一能够产生的后果，就是对教师的道德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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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解决教师职业道德问题的思路和策略，

或许在最初的起点上就已经发生了错误。教师职
业道德问题不是从职业道德建设自身，或从教师

个人出发就可以单方面解决的。当下的教师职业
道德建设，已经到了亟须深刻反思的时候。

一、处境危机的不可改变及道德应对

1. 道德限制的不可改变性
教师职业道德理论的进步是艰难的，但实践

的或制度的解决更是复杂的。我们从既有研究中
亦可发现，阻碍教师职业道德状况改变的因素是

多样的。比如，教师工作的生存状态对教师职业
道德的限制等，都可能导致教师职业道德问题的

“不可改变性”，以及职业道德教育或建设的长
期性。

有研究者指出，就教师的生存状态而言，教师

的“制度性生存”与教师的职业道德是“相互对抗
而不是相互促进的”。他们不仅需要承担繁重的
教学与管理任务，还要扮演心灵导师的角色，甚至

要求作为社会的道德楷模，因而“多种角色”带来
的压力使得教师“无所适从”。① 也有研究者指
出，教师的职业倦怠与他们的角色扮演存在统计

学上的相关性。如邢金萍认为，教师工作方式的
挑战性导致他们角色的混乱和情感的枯竭，教育

改革的压力成为导致教师职业倦怠的重要社会原

因。② 在日常工作中，教师不仅面临来自学历、职
称、竞聘上岗等方面的各种压力，而且需要迎接来
自考试、竞赛、评估，以及按成绩排队、末位淘汰等
的制度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根本不能感
受到专业的创造性及其成就感，而只能为庞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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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琐的具体事务疲于奔命。李永鑫研究指出，个
体的工作负荷与工作倦怠特别是“情感耗竭”之
间具有稳定的强相关。① 陈芬萍的研究则深刻而
直接地指出，教师的精神生存状态，使得教师群体

“忙并痛苦着，累并委屈着，没有幸福只有辛苦”，
因而导致精神上的“非正常方式的爆发”，进而出
现职业生活中的道德失范。② 由此可以从一个侧
面推断，教师的许多职业道德问题，包括缺乏专业

动力等问题，常常是“他们精力耗尽的结果”，而
不能简单视为一种道德的衰退。如果将其简单归
于道德堕落，“不仅是不真实或不客观的，还可能
是危险的”。从制度角度看，这可能是一种“力不
从心”，而不是“源于内心的堕落”。③

由此，在既有制度背景下，期待教师职业道德

得到迅速改变是相对困难的。因为问题不仅在于
他们的制度生存不可能迅速改变，而且还在于教

育的制度体系也倡导着与教师职业道德不完全一

致的追求。比如应试教育所倡导的另一种专业追
求，实际也建构了另一种道德价值。针对这种悖
论情形，苗睿岚指出，教师在工作中“遵循现行的
职业要求就可能会违背自己的专业良知，而遵循

教师的职业道德就会在现实的职业环境中寸步难

行”。④ 对于教师而言除了道德上的“力不从心”
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敢为和不能
为”。⑤

从上述分析看，教师的工作无论是作为一种

生存方式，还是作为制度目标和责任，都难以与职

业道德所倡导的价值相一致，这就决定了当下教

师职业道德总体上是难以改变的，因为它面临的

处境限制或危机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教师
职业道德问题不是通过职业道德建设自身就可以

单方面解决的，同时，影响教师职业道德的许多相

关因素或外部因素不可能迅速得到改变，因此这

种状态的不可改变性或长期性就必然成为我们考

虑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或教育的一个基本前提。

从制度变革的历史性看，正像有研究者所指

出的那样，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实际只是“徒有虚
名的新概念和新词汇”，因而教师专业发展动力
缺失及其道德困境问题，都只是“教育体制改革
的惰性和束缚”的结果。⑥ 傅维利在调查中小学
教师职业道德问题时指出，有 45．9%的教师在实
际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对教师职业道德的遵守和

服从，主要依赖于自身的道德修养。⑦ 也就是说，
在相当程度上，他们还有许多与职业道德相关的

问题和行为，可能还要受制于职业道德以外的其

他因素，包括教育的制度价值等因素，而这些因素

是教师作为个人难以逃避或拒绝的。
作为对教师个人的道德教育可以随时进行，

但作为制度体系的价值改变则需要有历史的等

待。由此，期待教师职业道德的整体改变在短期
内有显著变化是不现实的。作为一种前提，这一
现状应当成为我们探讨教师职业道德及教育问题

的基本出发点。
2. 教师“教育”的不道德性
上述分析，体现了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正处于

一种“道德陷阱”之中，所面临的危机可以说是一
种“处境危机”，而不是教师职业道德本身的危
机。就教师职业道德的观念本身而言，在教师的
观念意识中并没有冲突，作为教育的一种道德标

准，没有教师会否定或拒绝其正确性。冲突只在
于这种道德的观念与教师个人的教育价值、我们
的制度目标及伦理标准之间，以及理论的观念与

实践运作之间。但这些冲突都不属于教师职业道
德自身的内在冲突。
这种“处境危机”构成了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的“道德陷阱”———模糊了我们对教师职业道德
及其建设策略的认识。在这种被模糊了的认识
中，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诸多误解和误读。
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或是在实践操作中，我们被

这种误解和误读引导，由此构成对我们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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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使我们经常采取一种“不道德”的方式对
待教师职业道德的“教育”问题。比如，张西方特
别批评了那种“强制性约束”的教育方式，认为教
师的伦理水平不会在这种制度规范中得到提高，

单纯强调作为个人的教师德性的主体作用是不切

实际的。①

把教师职业道德的所有问题归咎于教师个

人，这种思维方式或建设思路本身一定是有问题

的。教师职业道德的教育仍然是重要的，却不是
唯一甚至主要的，我们的眼光应当更加开阔，以便

能够发现那些更为重要却隐蔽的问题。
我们寄希望于以职业道德“教育”来改善教

师职业道德的状态，由此产生了大量有关职业道

德建设的重要性及其策略方法的研究。许多研究
把教师职业道德的意义提高到至高无上的位置。
在这些研究中，对教师问题及其职业道德的认识，

都有前所未有的进步。② 比如，不再把教师职业
道德看作单纯的个人道德等。然而，就教师职业
道德问题而言，理论的进步和发展却没能给实践

带来同样的进展，实际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一
些研究者开始反思，是职业道德教育失灵还是我

们的方法有问题。许多研究开始关注教师职业道
德建设作为一个实践问题所具有的复杂性。职业
道德认知及其专业行为的改进，可能与他们所处

的制度环境及其由这一制度体系所决定的教育价

值密切相关，而不是由教师个人职业道德水平这

一个因素决定。
除了本文前面讨论的，许多研究者开始认识

到，包括制度性根源在内的许多因素，可能才是实

践策略失灵的主要原因，而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或

教育的原因可能只是其中一个次要的方面。因而
从这个意义看，教师职业道德水平的改进，可能不

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
解决策略不正确，教育或建设或许将永远不能真

正摆脱教师职业道德的危机与困境。我们正在用
一种“错误的方法”去解决一个“正确的问题”。
问题的确表现于教师的职业道德之上，但原因却

不在教师职业道德本身，而我们却只把精力局限

于对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事实上，教育价值的
重建、制度伦理的纠正以及实践哲学的反思，才是
我们当下应当努力的方向。

二、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传统与问题

如前所述，我们解决教师职业道德问题的思

路和策略，或许在最初的起点上就已经发生了错

误，今天，我们应当反思我们的策略和方针。
1. 单一道德角度的批判方法
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关联，还表现于职

业道德问题并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与教师

包括教育价值、专业知识的价值体系相关的问题。
职业道德实际上只是教师个人价值体系的一部

分，而不是教师个人及其教育价值的全部。或许，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教师职业道德看成单纯的

“道德问题”。这种“就道德而道德”的职业道德
建设方法，似乎以为只要解决了教师职业道德的

观念问题，就可以解决教师职业道德的全部问题。
如法国学者马利坦分析了作为价值观的信仰与一

般道德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只有在信仰的统一

之下，人的各种德性才能结合在一起。他写道，如
果“没有上帝的爱，各种德行之间就没有真正的
联系”。单一的或分散的各种德性是“不完全的”
德性，而“不完全的德行之间是没有联系的”。③

教师的教育价值是一个整体，马利坦对道德问题

的认识表达了这一整体关系。
事实上，教师职业道德的问题出在“道德”

上，但根源并不只在于道德这“一个”原因。每一
个教师都有自己对教育的看法、态度和信念，这是
他个人或他自身的“教育价值”，而他对职业道德
的认识实际只构成他个人教育价值的一部分。因
而作为个人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即使解决了职业

道德的观念问题，也不等于解决了该教师的全部

教育价值问题。比如，职业道德要求教师给予学
生个性自由，但教育行业的价值体系要求首先应

当满足学生的升学目的，而这样的教育信念很可

能在教师的个人价值中占有远比职业道德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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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
教师的个人教育价值包括了职业道德的影

响，但远不是只受职业道德这一个因素的单一影

响，而是与该教师对整个教育价值体系的认知密

切相关。比如，我们说教师不应体罚学生，但如果
这种体罚被认为是“为了学生”，那么在我们的观
念中就不被视为错误的。
即便在作为教育家的康德或赫尔巴特那里，

也有许多类似的观点存在。如康德在《论教育
学》中就写道: 因为儿童天性中保有“某种野性”，
因而“规训”必须及早进行，教育应“尽早习惯于
将自己置于理性的规定之下”，放任自流而不加
遏阻，就会让孩子终生不能摆脱这种野性。① 按
照这样的教育逻辑，对学生的暴力在康德那里或

许也是可以不受谴责的。而赫尔巴特更是直接强
调指出，教育正在于克服儿童天性中的“不服从
的烈性”，甚至可以采取强制性的“压制”方式
进行。②

同时，教师的最终行动并不只由道德这一个

因素所决定，道德的“问题”不等于源于道德的
“原因”，因为道德问题还要受到观念、习惯、情感
以及教育价值的影响。比如，教师伤害了学生是
违背职业道德的，但可能不是源于道德的原因，而

是源于性格和认知的原因，甚至与他们对教育责

任的认识和看法相关。然而，在理论上，我们或许
并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常常把道德的功能无限

夸大了。事实上，道德理想主义已成为教师职业
道德研究领域的一种常见倾向。比如，坎普贝尔
把教师的道德素质看成是专业素质的本质。她写
道:“专业素养的本质是通过伦理原则来界定
的。”③因而教师应当“敏锐地和有意识地”看待自
己“角色的重要性”，“他们是被信任的道德实践
者”。④ 诸如此类的道德美誉尽管给予教师职业
道德以更多的教育期待，却不完全具有教育实践

的可能性。
道德是一种专业的态度或情感，是一种价值

观，是道德的“问题”不等于有道德的“原因”。我
们常常把由其他原因产生的道德问题，简单归咎

于教师道德自身，并由此探讨解决的方法。在我
们单一的职业道德建设观中，实际等于认为，只要

解决了教师的道德教育及“道德问题”，就必然解
决了教师职业道德问题的“全部”。事实上，教师
的职业素质及职业行为不是也不可能由道德这一

个因素决定，甚至道德也不是教师职业素质的

“本质部分”。有研究者曾指出，教师的德性在于
创造而不在于圣洁。⑤ 因此，如果一个教师没有
对创造的追求，没有专业的热情和成就意识，那

么，他的职业道德再高，也不可能保证不出现职业

的“道德问题”。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一个没有专
业素质的教师，依靠苦干精神追求专业的目标，却

可能牺牲学生的健康，或导致学生低效率地学习。
他的行为在道德动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道德

的后果上必然会有问题。
由此可见，一个不良的道德后果，可能并不是

由不良的道德原因导致的。因此，以单一的道德
角度看待教师职业道德的“道德后果”，或以此为
前提建构教师职业的道德策略，就可能导致错误

的结论。
2. 局限于教师个人的道德策略
对于教师职业道德问题，我们有一些传统或

习惯的看法，即常常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教师自身，

而忽视了导致教师道德问题的外部原因，把解决

问题的策略放在对教师个人的道德教育之上。这
些看法事实上证明是有问题的，也是职业道德教

育经常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这样的传统和习惯
不仅表现于我们的实践中，事实上也表现于理论

研究中，即便是西方学者也与我们一样，常常陷于

这样的误读之中。比如加拿大学者伊丽莎白·坎
普贝尔是在教师伦理方面具有全球影响的学者，

著有《伦理型教师》一书。但她在考察教师职业
道德问题的方法论上，似乎仍存在问题。其全书
没有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外部问题进行考察和分

析，而重点放在了对教师职业道德的本质及其合

法性，以及作为个人的教师对职业道德的认知之

上。比如，在其书中，她引用了另一位学者曼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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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说: “教师专业团体必须向它的成员传达
这一信息: 那些不能或不愿达到民众和加拿大法

律所期望的个人和专业伦理的高标准的人，在专

业领域中没有立足之地。”①她的这些理论探讨，
对于揭示教师伦理或教师职业道德的理论属性、
结构与形式等理论问题，的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视野和深刻性。然而，对于真正解决作为一个实
践问题的教师职业道德问题，其建设性和策略性

却明显不够充分。
诸如此类的论述，实际上不仅将教师职业道

德问题简单局限于教师个人的事情，而且简单归

咎于教师个人的事情，从而将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置于一个封闭的、教师个人认知的领域。这似乎
告诉人们，只要选择好教师从业的预备者，或单纯

对教师个人进行单方面的道德教育，或通过道德

的职前忠告等方法，便可解决教师职业道德的全

部问题。
事实上，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看，这一

理论设想都只是一种妄想。如蔡辰梅、徐萍批评
过这样的建设方针，指出是制度伦理缺失才导致

专业道德的脆弱。教师职业道德理论对学校环境
中“直接对教师的日常教学行为产生影响的具体
制度”缺乏深入研究。②

另一方面，就理论范畴而言，将教师职业道德

只是看作教师的职业道德，而不是作为“职业整
体”的道德，或许又是教师职业道德认识误区的
另一个方面。作为一种制度伦理，它不仅说明教
育的制度体系包含着道德性，而且也说明教师职

业道德不是单方面的。教师职业道德不仅应当包
括教师自身这一道德主体，而且应当包括作为另

一主体的制度伦理。教师职业道德作为“职业
的”道德，应当由教师和制度这两个方面构成，遗
漏了任何一个方面，对于教师职业道德的定义来

说都是不完整的。事实上，职业道德建设所存在
的诸多问题，正是从这里———对职业道德定义和
结构的认识———开始出现的。如果教师职业道德
具有更多的制度性本质，那么，把教师个人道德说

成是教师职业道德唯一或全部的本质这一观点就

可能是有问题的。

有研究者在论述心理健康问题时提出“教育
健康”问题，认为如果心理健康不是由于学生自
身而是由教育导致的，那么，心理教育就必须关注

学生心理问题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心理问题本
身，由此心理教育必须在结构体系上包括“教育
健康”的定义和概念。③ 这与我们在此讨论的制
度伦理问题是一致的，制度伦理不仅属于教育体

制的道德范畴，而且也属于教师职业的道德范畴。
同样，对教师个人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并非教师

“职业道德建设”的全部; 在帮助教师认识到教师
职业的道德性之外，对教育的制度体系进行道德

的审视和建构，才真正体现了教师职业道德的完

整体系。
这一点或许是制度伦理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

启示。诚如前述例证，在追求功利目的的制度价
值之下，教师秉持对学生健康成长的道德价值，不

仅与制度价值相对抗，而且可能被认为是“反道
德”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道德的”行为不
仅不被允许，而且因为可能伤害学生的所谓“未
来发展”，反而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不道德的”
行为。

3. 道德想象对实践哲学的替代
从教师个人或单纯道德出发的建设策略，似

乎认为只需理论的凭空想象而无须任何实践基础

的前提。这样的立场问题并不出在理论观点的谬
误，而是在于缺少实践哲学的方法和立场，以纯粹

伦理的推理代替了实践性的职业道德建设。在本
质上，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是制度设计问题或政策

制定问题，而不是理论诠释问题。
理论的研究可以不对实践负责，正像伽达默

尔所说的那样，“科学的方法论研究意味着理性
的自我确信”。④ 那么，从这一立场出发，“实践
的方法论”就绝对不能“自我确信”了，而必须遵
循现实的逻辑，甚至是政治的逻辑。一个好的道
德理论与立场，在面对不太对应的制度价值时，需

要做出一定的让步，以求这一理论的精神能够逐

步被实践接受。王彦明分析指出，教育实践要受
教育的制度、政策以及教学惯习等复杂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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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并不是只受教育理论的指导”。① 贾玉超认
为，教育实践具有“自身的逻辑和非理性的因
素”，且受“历史、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② 刘
燕楠认为，理论和实践的“逻辑起点”不同，“对
象、方法、途径”也不同，因而理论可以启示教育
实践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它们从不同的逻
辑起点上实现“共同的指向”。③

理论是研究，实践是决策; 理论是讲道理，实

践是做选择。研究可以偏激，就一个角度深入下
去。好的理论表现为深刻性，而好的实践则表现
为周全、和谐及有效。理论是好的或应该的，不等
于在实践中也是好的或可行的。实践可以用一种
理论作为理想，却不可以不顾自身的基础和条件。
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这一本性早就做

过论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思辨知识以真理
为目的，实践知识以行动为目的”。④ 作为一种理
论知识，哲学追求的是确定性的知识，正是基于这

样的立场，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不是哲学”。⑤

以这样的观点看，实践不可能像理论一样追求绝

对、深刻和完美，而只能以现实为前提，把“最合
适的”作为自己的标准，把“选择”作为自己的
行动。
布列钦卡也曾从这一角度思考过问题，他认

为，因为教育科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因而具有一种

“混合性格”，作为一个学科本身来说，教育学的
基本方式即“实践情境”的“哲学化”。⑥ 这样看
来，一个美好的理论想象被运用于实践时，考虑这

种“混合性格”是极为重要的。在实践的原则中，
理论的纯粹性和绝对性不是第一位的。
教师职业道德问题远非纯粹的理论想象那样

可以自由发挥。理论有思想的复杂性，而实践有
操作的复杂性。从这一角度看，教师职业道德的

“建设”作为一种实践过程，不能像理论想象那么
纯粹和单一，并不是澄清了教师道德的性质、重要
性就可以解决的。理论的可靠性可以在理论自身
中通过自由的想象获得，但实践的可靠性却需要

通过“教育的结果”得到检验。理论是“精神的”
行动，它不会有任何实际的后果，实践却刚好与之

相反。
理论的魅力就在于精神的自由和独立，甚至

是纯粹的自在和自为; 在许多时候，教育的理论甚

至不是“人对世界的反映”，而只是一种纯粹的精
神性建构。从某种角度甚至可以说，“人如何想
象教育，教育就如何显现自身”。甚至“教育的本
质不是自然属性的体现，而是人类意志和自由想

象的赋予”。⑦ 然而，实践的逻辑却与之完全不
同，必须以现实的后果制约自身的行动边界。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的逻辑不是由单

一的理论支配的。涂尔干在分析道德的社会性时
说，只有在社会中或只有通过社会，知识和艺术才

能“完整地存在”。不管道德对人们提出什么要
求，有什么“丰富性”，每个人只能意识到“穿过他
个人环境中的一种”。⑧ 法国的布迪厄( 或译布尔
迪厄) 则分析说，“实践先于认知”，它从“现有状
态”中解读“各种未来可能”，⑨由此认为实践的原
则不是“认知意识”，而是一种“习性的实践”。瑏瑠

也就是说，实践的行动不可能遵循单一的认知

标准。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才会说

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而不是“知识”，瑏瑡因
为实践的目的是行动，而不是对知识的诠释。道
德作为一种知识可以对教师提出各种要求，但教

育的实践则常常会阻碍这些要求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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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跳出道德陷阱看处境危机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正处

于一种“道德陷阱”之中，所面临的危机可以说是
一种“处境危机”，而不是教师职业道德“本身的”
危机。这一立场将教师职业道德问题更多地建立
于教师个人道德之外，尽管这样的立场或许并不

全面甚或有所偏颇，却从一定角度警示我们，教师

职业道德建设可能存在某种策略误区。
1. 在教师职业道德之外
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角度，将教师职业道德视

为一种“制度决定”的问题而不是“道德解决”的
问题，就有可能摆脱传统职业道德建设的那种单

纯从职业道德自身以及教师自身出发的策略误

区。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之下，我们就会看到教师
个人的“教育价值”的重要性，而不是纠结于教师
个人的“道德水平”这一个角度; 就会把教师道德
问题视为教师素质的整体问题，乃至与制度结构

相关联的整体问题，而不是孤立地看待教师个人

的道德问题。因此，教师职业道德问题的教育解
决，既不是万能的，甚至不是主要的。教师职业道
德问题实际上只是“教育问题”的一个外相而已。
从职业道德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但认为教师职业

道德教育是解决问题的全部就十分错误了。
教育价值观可能与职业道德相对抗，而前者

对教师的教育行为有更强的指导性。比如，把学
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学习什

么样的知识，以及哪一个学科更适合学生等，将直

接影响教师教育的“道德性”( 比如让学生更多地
做题而不是自由活动) ，但这些问题本身却可能

不是道德问题，更不是职业道德问题。由此，教育
价值甚至可以支配职业道德，而不是被职业道德

支配。
对一些教师而言，应试教育根本没有背离什

么道德标准，更不用说是教师的职业道德了，反过

来，甚至认为它更符合教师的职业良知。这些教
师有可能毫无愧疚、尽心尽力地搞应试教育，而并
不认为是在做一件不道德的事情。与此相反，他
们还可能认为，那种给予学生自由发展、包容天性

成长的教育是不好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这样一种悖论的情

形。张西方认为，教师制度伦理和教师德性伦理
的关系非常微妙。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说，教师的
伦理水平不能单靠“教师制度规范”的“强制约
束”，过度依赖作为教师个人的主体作用是不切
实际的。① 当下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方向性错误
或许正在于此，即: 将教师职业道德作为一个独立

领域，与教育价值的建构以及制度体系的道德建

设、改革完全分离开来。
正如前述我们的讨论立场，制度伦理不仅属

于制度本身，而且也属于教师职业的道德范畴。
那种局限于教师职业道德自身的内部设计，将制

度建设与道德建设两分的建设思路———制度归制
度、教师归教师———如果得不到改变，教师职业道
德的处境危机将难以真正解决。
蒋文昭探讨了德性与文化“相互建构”的问

题，他分析指出，当下的制度文化是“能力主义
的”，对于教师的道德要求只是“底线性的”。尽
管“强制性规范”可以“协调和整合教师行为”，使
之符合教师的“底线道德”，却不能真正改进教师
的“德性水平”。② 在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中，我们
经常看到一种粗野的策略和方法，即: 在难以调和

制度困境与教师道德之间的矛盾时，我们常常避

开制度变革的努力，而以硬性的道德规范压制教

师的不良行为，比如不许体罚、不许补习等。然
而，这样的做法最终难以取得实效。从根本上看，
重构“制度文化”，是教师道德改进及其制度解决
的关键。

2. 告别道德理想的浪漫
从实践的复杂性而非理论的单一性出发，重

建教师职业道德的策略选择就是，努力摆脱那种

理想主义的、从理论本身出发考察教师职业道德
的眼光和视野，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摆脱传统教师

职业道德研究中那种不顾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最终是一个“实践问题”的错误。
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本身是制度建设的一部

分，但又是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如果就职业道德建

设而谈职业道德建设，这种建设策略或许在理论

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需要对教师职业道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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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意义等理论问题进行理性探索，但从职业道

德“建设”最终是一个“实践问题”的角度看，这种
策略存在严重的方法论错误。
从教师职业道德的理论研究来看，我们已经

取得了巨大进步，比如对教师职业道德性质的认

识，由个人道德转向专业道德等。然而，在教师职
业道德的建设实践中，当制度伦理与教师的专业

良知发生冲突时，教师便会陷入道德的困境之中。
“制度的强硬”或“利益影响”将逼迫教师“向现实
妥协”，并放弃他们的“专业判断”。① 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我们脱离教育价值的综合性、制度背景的
限制以及教育实践提供的现实条件，将教师职业

道德问题的解决指向教师个人或单纯的道德问

题，用对教师职业道德的理论想象及标准作为推

进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解决教师职业道德问题的

基本方针，那么，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将

激化教育过程中教师的道德冲突。事实上，正是
在这一原因之下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 我们对

教师职业道德的规范越来越高，强制性也越来越

大，但实际的效果却没有相应地越来越好。
教师职业道德是塑造教师德性美好的基础，

在教育家们的笔下，教师这个职业具有了神性化

的内涵。尽管教育家们的哲学想象没有什么错
误，但教师职业毕竟也是一份职业，我们过分依赖

于教师从业者个人的伦理德性来实现教师这一职

业自身的纯洁性，似乎在实践上显得不太可靠和

现实。因此，对于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实践策略，

必须把理想主义的浪漫与现实人性的可能结合起

来，由此重新建构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方针: 把教

师职业道德放在作为一个制度体系的整体价值

中，把教师的“道德问题”与他们的“专业问题”统
一在一起，考虑到教师作为一个“职业者”在道德
标准之外的所有可能影响他的因素，这种因素包

括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以及生活的因素。只有
这样的考虑，才可能摆脱对教师职业道德自身，以

及对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的过分期待。这样
的道德期待并不意味着对教师职业道德缺失的纵

容，而在于以更加理性的态度解决实践问题，以不

被道德的理论想象及其浪漫主义所迷惑。
在西方发达国家，常常把教师职业的道德规

范与法律规范结合起来。比如，加拿大为了使教
师“在专业和个人领域必须具备较高的行为标
准”，②在 1996 年通过两次最高法院决议并制定
法律加以确立。这样的建设思路和策略方针，是
以另一种方式考虑到教育实践的务实性和可行

性，借以摆脱单纯依靠教师个人道德来解决教师

的道德问题。这是我们国家在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与研究方面相对匮乏的，也是我们在今后的发展

中需要学习的。然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更为严
重的问题是，完全忽视教育价值重建的努力，甚至

置教育的制度伦理改革于不顾，一味地或单纯地

专注于教师个人道德的解决。这才是教育理论不
得不表示担忧的原因之所在。

Situation Crisis and Moral Solution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Morality

XUE Xiaoyang

Abstract: As for the problem and research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morality，we used to put the critical spearhead to teacher
himself，take the problem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morality as a pure moral one，and even replace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pro-
fessional morality construction with moral imagination． Manifestations of teachers’professional morality problem are above the
personal behavior of teachers． But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is not the teacher himself and morality itself． We are in a moral trap．
Teacher professional morality crisis is a situation crisis rather than teacher’s moral crisis． The pure solution strategy which relies
on peremptory norm cannot solve problems，even it is not moral，and its only consequence is the moral damage to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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